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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盐务就场征税制改革与官商博弈＊

李 晓 龙

［摘　要］近代以来，通过改行就场征税进而推行自由贸易的盐务改革，因其旨在破除专商引岸，常常被

认为是盐务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但从晚清就场征税被提出，到新盐商张謇为拓展盐业销路、抗争传统盐法

束缚而逐步推向全国的盐务就场征税改革，再到丁恩引入印度经验，试图废除专商，推行就场征税、自由贸

易改革，都反映了商人的利益需求如何作用于政府、官员而影响盐务改革的走向。南京国民政府《新盐法》

的通过，可谓是就场征税实现了国家立法，但伴随着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商人之间不断的利益博弈和共谋，

最终将就场征税限定在立法层面。不同时期，政府本着盐务改制以挽救财政，却不断因官商利益的结合或

冲突等制约因素使改制偏离轨道。在官商博 弈 过 程 中，终 因 国 家 政 权 尚 未 高 度 统 一 而 使 实 际 掌 握 盐 业 经

济的旧盐商暂居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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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是国家的重要物质资源，关系着国计民生。盐税在国家财政的地位仅次于田赋，晚清以降，更

逐渐成为唯一掌握在国人手中的主要税源①。而且相较于粮食、土地等资源的控制方式仍然难脱宋

代以来国家体系的桎梏，食盐领域的变革显得尤其活跃，故也成为学界探讨商业资本、国债、间接税等

新经济要素的焦点。目前学界总结晚清民国财政转型的趋势和特点，并强调了工商税在近代财政收

入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地方性财政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也改变着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②。在这一

逻辑下，对于近代盐税就更需要结合社会层面的变化进行理解。要了解这个变化，可能需要跳出以往

对近代盐务研究的时段割裂。学者曾试图从整体上理解盐务管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情况，并通过

对若干制度变化的考察，总结盐务的近（现）代化问题③。在具体研究中，一方面通过某一改革进一步

回应盐务近代化进程④，一方面关注改革运作中的具体内容或内部政治斗争过程⑤，或结合当时政府

自身的考虑探讨制度改革失败的原因⑥。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近代财政变迁的重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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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近代盐务的复杂性也容易让学者专于考证一朝或一时的制度、政策而缺乏长时段的认识，或虽

有长时段的考察，但常常陷入盐务近代化论断中，较少深入制度运作的考察。黄国信的近作给我们呈

现了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如何与国家制度结构的互动过程，从而形成长期的私盐贸易

的市场秩序①。但他尚未将讨论的范围移入变化多端的近代盐务，而且所论述的这种“制度的非正式

运作”机制更多存在经济层面。在诸多讨论近代盐政、盐务的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就

场征税制改革，它的目的在于破除明清以来的专商引岸制度，试图动摇明清专卖制度的根本，也因此

牵连甚广。大多数研究都自然而然地将这一反对传统专商垄断的新政策视为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但

若将眼光放长远便可发现，这一政策在近代经历了多次波折，并且最终并未落实。那么，这项“近代

化”的盐务管理方式，为何会反复被提出、采用而最终却未能修成正果？是哪些因素影响着就场征税

制在近代的推行？考察就场征税制从制度提倡到实施、夭折，有助于我们从长时段观察近代财政转型

的具体运作形态，相信这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理解近代财政与经济的转型机制。本文即试图从

制度改革的尝试和试验过程入手，紧抓官商关系这一最能体现税收与市场中人的能动性要素，分析说

明近代国家转型中的财政变迁与官商关系的互动机制，以提供理解近代财政转型的视角。

一　新盐商利益诉求与张謇盐务改革主张的变化

虽然历史上“就场征税”的名称不一，但自盐业专卖以来，盐务改革一直时有提及，以明末李雯提

出的“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②最受关注。清代嘉道以后，盐务逐渐陷入危机，盐税历年积

欠③。至道光朝，随着官盐的滞销，盐商疲乏，尤其是盐税主要来源的两淮地区，政府的税入减少极为

严重。为此，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年）、十一年之间，陆 续 有 朝 廷 官 员 如 御 史 王 赠 芳 等，建 议 采 用“就 场 征

税”的办法④。这些提议的理念基本相同，即“若由场以起课，则出于场者皆官盐，无地不可行，即无地

不可市”⑤。但当政官员对“就场征税”的提议并不敢轻易冒险。时任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务的陶澍

就选择沿用盐政的传统做法，继续和拥有世袭引岸权的盐商合作。他提出了“分地销盐，课归商办”的
改革举措⑥，继而又在商力不足的淮北推行“票法”改革，即无论何人，只要向各州县照章纳税，领有票

照，就可以运盐贩卖⑦。晚清首次提议就场征税的主要是不参与实际盐务的御史言官，他们多少存在

一种财政理想化，而没有了解官商关系对地方盐政运作的深层影响，所以最终并没有得到地方盐官的

支持。之后虽偶有官员再次提议，但始终未得实际落实。究其原因，正如孙宝瑄指出的，就场征税之

受阻，“阻斯议者，皆瞽惑于素食盐利之官僚吏卒。盖若辈倚是为生，一旦变法，将为涸辙之鲋矣”⑧。
在注重运销的清朝盐法中，政府极力培育商人，官商在长期应对赋税和地方事务中形成了戚戚相关的

利益集团，这种关系很难轻易被打破。
与上述提议是从朝廷命令出发不同，光绪末就场征税的再次提出，与新盐商张謇密切相关。张謇

更多的是从新兴盐商的切身利益以及时局和地方盐业实际情况出发。张謇在提出改革诉求之前主要

是在盐场经营盐业。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张謇等在两淮的吕四场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随后又

于光绪二十九年与人合伙，在吕四场创办同仁泰盐业公司。新创办的同仁泰并没有得到两淮运司的

支持，反而处处受制。姚光曾写《论盐政之罪恶》，似有替张謇鸣不平之意，他说：“下以垄断出产，上以

包纳赋税，政府因利乘便，听其专卖，盐商之名，因是而起，浸假而官商狼狈为奸。”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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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盐需要草荡作为燃料，同仁泰所在的吕四场，按照当时场例，草荡定价仍遵同治年间的标准，每
石２０４文，但市面价格已达每石３００—７００文。草荡定价是官方核算盐场食盐出场价的重要依据之

一，低廉的草价导致吕四场“困难独中于场商，而运商独享三分至五分之利”。在专商引岸制度下，运

商独享盐专卖的权利，而盐场生产商则备受剥削。吕四场场商等“迭请于运司，又迭陈盐院行司，议加

牌价（销售价），以递加草价、桶价（生产价）”，但运司“始谓运商中有权要人，继谓众运商不愿”，拒绝了

吕四场的请求。不仅如此，运司还设法限制吕四场的草料来源。当时南通掘港草场草产量较大，其他

盐场均可到该处购草，唯独吕四场被严禁。所以在同仁泰经营之初，虽“可得浓卤而多，然需本重，出

盐虽良，而销路多阻”。而且，同仁泰出盐后，销路也遇到难题。张謇愤慨称：“至仅求一销路，求一不

亏本且不可得，千方百计以阻之，若有深仇大恨于吕四一场，非破坏之不可者！”①

张謇开始设法与当地运司、盐院沟通，希望在专卖制下，以商改盐价的方式来改善同仁泰的销路

问题，但“运司则一切束缚之，欲以低价压买贵盐，使新盐夷于旧例”②。张謇逐渐认识到“运司者，其

势力可以制商之命，而破商之产者也”③，运司所为“乃专制官毒害人民之手段也”④。作为新进入盐行

业的商人，张謇结合自身经历，意识到传统专商引岸所导致的官商合谋是新盐商发展的重要阻力。
张謇认为盐务的根本弊端在于政府通过专商进行垄断。光绪三十年，张謇在给朝廷的上疏中，就

已明确提出了“求变通盐法之计……惟有设厂煎盐、就场征税可行”⑤。此提议引发了旧商的一致反

对，据称“各省引商大起恐慌，辇金入都，向户部运动”，使其提议搁浅⑥。之后几年，就吕四等场情况，
张謇又陆续写了《变通通九场盐法议略》等篇，提出“设厂制盐辅就场征税”来变通旧盐法⑦，“舍就场

抽税外无善法”⑧。为了促成 改 革，张 謇 还 利 用 其 状 元 的 身 份 地 位 和 交 际 网 络，四 处 游 说 朝 廷 重 臣。
如光绪三十一年，张謇在给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周馥的信函中称：“謇于此事讨论有年，始主晦庵、亭

林就场征税之说，继 营 纱 厂，则 悟 设 厂 聚 煎 之 理，私 以 为 兼 此 二 义，而 晦 庵、亭 林 之 说 乃 更 立 于 不

败。”⑨在游说的同时，张謇还另辟蹊径以提高新盐的国际影响力。他将同仁泰新法制出的盐送到“意

（大利）国赛会”，结果“各国评议称为色味俱佳，得最优等奖牌”瑏瑠。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岑春煊向朝廷奏称“盐务可筹巨款，拟派员出洋调查就场征税之法”。随后，

度支部选派员外郎唐瑞桐、郎中范绍森等，前往印度调查盐务就场征税办法。岑春煊提议就场征税可

能也与张謇密不可分。在此前一年的立宪运动中，岑春煊为了拉拢立宪人士，曾亲自写信给张謇，与

之交好，支持张謇等人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但出国考察的唐瑞桐等人随后回禀称：“印度盐务

就场收税，一税之后，任其所之，诚为良法。而考其本末，则与现在中国盐务情形不同，实有碍难仿行

者”瑏瑡。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御史陈善同奏称的“盐务现经归部直接管理”拟改革

六个办法中，“就场收税”俨然在列瑏瑢。同时，张謇在扬州发起并建立通泰各场盐商会，目的在“鄙人奔

走呼号，诸君接起直追，始 得 达 加 价 之 目 的”瑏瑣。宣 统 二 年，时 任 江 苏 咨 议 局 议 长 的 张 謇 建 议 资 政 院

“通改各省盐法”，他对比了各国盐法，“泰西英比及瑞皆不税，美俄苏丹那秘惟收入口一税，税重者仅

一意大利，约略考之，尚轻于我国甚远”，由此提出变盐法大纲七条：“曰设厂聚制，就场征税；曰合场运

之力以设厂，分场运之界以任税；曰去官价，革丁籍，破引地；曰减课之额以增收之数；曰度支部平均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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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张謇：《盐业整顿改良被扼记》（１９０８），《张謇全集》第６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４１～３４３、３４３页。

张謇：《同仁泰盐业公司丁未年说略》（１９０７），《张謇全集》第５册，第６４９页。

张謇：《致吕四同仁泰盐业公司各股东公启》（１９０７），张孝若编：《张季子九录》（三），民国丛书第三编第９６册，上海：上海书店

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８６页。

张謇：《代某给谏条陈理财疏》（１９０４），《张謇全集》第１册，第６２页。

韬园：《盐务革命史》，南京：京华印书馆１９２９年版，第５页。

张謇：《变通通九场盐法议略》（１９０４），《张謇全集》第４册，第７８页。

张謇：《卫国恤民化枭弭盗均宜变盐法议》，张孝若编：《张季子九录》（二），民国丛书第三编第９５册，第４５０页。

张謇：《致周馥函》（１９０５），《张謇全集》第２册，第１５７页。

张謇：《致两淮运司函》（１９０６），《张謇全集》第２册，第１９７页。
《度支部奏调查印度盐务就场收税中国碍难仿行折》，《东方杂志》１９０８年第３期，第２１～２３页。
《宣统政纪》卷２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１７９册，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０５～５０６页。

张謇：《敬告通泰场商同胞意见书》（１９１０），《张謇全集》第４册，第１７９页。



课之高下，统计收入之盈虚；曰改散驻缉私为盐场警察；曰裁监督无实之司道，留稽征切近之盐官。”①

张謇提出了盐政改革的核心是摈弃专商，破除引岸，实行就场征税和自由贸易。
这一草案得到了当时正急于实现财政改革尤其是将盐务改归中央管理的度支部尚书载泽的重

视。在载泽的主持下，度支部颁布《盐务改章办法》，其中重要一条即剔去纲商把持之弊，变新章，就场

将盐税征足，以便商民自由载运②。载泽主张“调查各省盐滩灶户，每滩每年出盐若干，售价若干，盐

商获利若干”，后拟“裁撤各省盐商，实行就场征税之制”。载泽青睐就场征税，缘于张謇的提议案中说

明了“此策入手，国家每岁可陡增二千余万两巨款”③。就场征税声称可以为国家争取到巨大利润，使

得亟待改善财政的当政者为之一试。法政科举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得业士郭开文还为此专门

撰文，分析各国盐法及中国历代盐法变迁，企图从“学理”上为就场征税提供支撑④。
但度支部的改革尚未展开，清王朝就灭亡了。清帝退位，民国肇建，“盐务革新，适逢斯会”，主张

废除盐业专商引岸的呼声渐涨，目的也十分明确，即因“盐务为国家收入大宗”⑤。张謇被推选为两淮

盐政总理。张謇利用此机会，开始将他的盐政理想付诸实践，并发表《改革全国盐法意见书》。意见书

指出，发展盐务，“唯有设场聚制而就场征税”⑥。该意见书遭到了淮商的集体反抗，据说他们联合向

南京临时政府发出《四岸盐商上临时政府电》。张謇的改革主张最终由于“各方面均有窒碍难行者，自
设立盐政公所以来，并未有如何之效果”⑦。

１９１２年８月，袁世凯为筹集财政经费，欲以盐税抵借外债，“乃电促南通（即张謇）入京”，商讨改

革全国盐务方案。张謇临行前，相约景学钤于上海，闭门讨论盐务改革方案。据说两人“约于夜间九

时，闭门讨论，至三小时”，最终商定“以就场官专卖为过渡，十年后实行就场征税，自由贸易”，并将两

人意见写就《改革全国盐政计画书》⑧。张、景会晤后，将一向主张的就场征税改成了就场官卖。据说

是“因现时实行就场征税、自由贸易条件尚不具备，暂以实行就场官专卖为改革之过渡，俟今后场产整

理，各制盐者由个人进为团体组织后，仍以就场征税、自由贸易为依归”⑨。
所谓“就场专卖”，即“废弃旧时场商之制，由国家于产盐场地特设官局，向制盐者收买，加入盐税，

以售之于运商”。制度大纲主要包括民制、官收和商运三节。张謇特别指出：“今之定为商运者，系就

吾国之现状、社会之习惯，出于不得已之例外。”计划书中的“商运”虽然依旧称为运商，但强调其不能

是个人而需是公司瑏瑠。相较于同仁泰草创之初，张謇极力主张废除专商垄断不同，该计划书强调国家

对食盐的管理。比如在制盐上，强调商人“无向盐户直接收买之权”，盐场产业“一律收归国有”。在

“商运”上，张謇除了强调个人不能充当运商之外，还强调新式运商“不得兼营场商”，要求盐场生产独

立瑏瑡。张謇还详细谋划了在淮浙盐区设立淮盐总公司、浙盐 总 公 司 等，“集 合 公 司，建 设 盐 场”，并 将

“煎盐、晒盐、运盐所需建设营运资本”发股认购瑏瑢。此时的张謇已经身兼两淮盐政总理，名下掌管着

盐业公司、盐垦公司，而且将即日赴京履新，极有可能参与全国的盐政改革，所以在改革主张上已与当

初不同。新的盐政改革方案开始注意照顾旧盐商的意见。
张謇带着新拟的盐政计划书到北京会见袁世凯，得到袁氏的首肯。正当他开始满心期待地准备

改革盐务时，却遭到与旧盐商利益相连的中央高官的阻挠。袁世凯的亲信、时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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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中一员。据说他“固两淮之巨商”，而“兼有滩户资格”，自然要为旧盐商“谋久远”①。而且他曾任

长芦盐运使，与长芦盐商更是结缘很深，“手中有引票四十张”，所以对张謇的改革计划“阳示赞成，阴

实反对”②。而且张謇的计划书全 文 很 快 就 被 泄 露 给 淮 商，紧 接 着 淮 商 开 始 在 上 海 组 织 报 社 刊 登 原

文，逐段对其进行反驳③。周学熙继而组织人拟定一个盐政改革计划，“其内容大致均同，惟官收改为

官收为原则、商收为例外，商运改为专商”。数语的更换而改革精神全变，实际主张继续保存专商引

岸④。１９１３年，因国会被袁世凯等破坏，原列入国会首要议程的张謇盐政改革提议案被搁浅。据称，
“民国元年，改革之议提出临时参议院，其势本盛，中途之所以复归于静者，实赖当时有世代盐商之某

君为财政总长，更于议员中求得同调，始将改革案打销”⑤。如此，张謇的盐政改革终因复杂的官商关

系而未得实现。张謇初创实业时，是未能进入专卖体制内的、没有盐业专卖权的新兴盐商，在实业发

展的需求和实际经营中处处受挫。为使新实业获得发展空间，他开始利用其社会地位和关系网络，将
“就场征税”改革的思想酝酿成为重要的新政改革方向，并逐渐受到政府和要人的关注。但此过程也

显示出，把控专卖权的旧商始终牵制着改革的命运。

二　官商合谋经略与民初丁恩“就场征税”改革的失败

如果说张謇的就场征税还只是来自少数新盐商的利益诉求，并因力量薄弱而未能走得更远的话，
那么民初英国人丁恩（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ａｎｅ，１８５４—１９４０）的改革，既有来自英法各国列强的保驾护航，也有

大总统袁世凯等的有力支持，但是最终结果也仍不尽如人意。显然，就场征税改革在民国初年变得更

加复杂。但也正是这种复杂，才又进一步暴露了就场征税改革在中国的艰难步履。
就场征税的再次提出，是由受聘北洋政府主持盐务的英国人丁恩借助袁世凯和外国力量推动的。

丁恩的介入与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有关。前文提到的改革盐政提议案被搁浅不久，袁世凯政府由于

财源紧张，遂以盐税作为抵押，与英、法等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合同，举借外债以维持财政

开支。借款合同的条件之一是用洋员襄助整顿改良“中国盐税征收办法”⑥。根据这一办法，张謇一

派或是周学熙一派的盐政改革方案要得到中央认可并落实，均需经洋员“襄助”方可进行。
在借款合同谈判过程中，旧盐商代表、以财政总长身份参与的周学熙试图利用职务之便，为后续

争取盐务改革利益设下伏笔。据说他暗地里在“六国借款草约中，将官制列入合同中，并以改良之权，
授于外人”，主要目的在加入“引票由洋员签字”一语。周学熙等认为洋人为了维护作为抵押的盐税，
必然不会改变现行盐法，即使中国政府最终通过张謇等的改革提案，而尚有借款条约可以为之保障，
即“国际条约之效力更胜于宪法”⑦。《上海时报》评论认为：“周总长以一人之私，又杂以意气，遂倒行

逆施若此。”周学熙在谈判中对外人的借款条件有“假词恫吓，借保全其所谓引岸”。也有说法认为，重
整盐务官制“非出于外人之要求，财政部（周学熙）欲其如此，借以取消张謇氏之主张”⑧。甚至有传闻

合同签字之日，周学熙有“改革派无论如何，在三十七年内，决无废引可能之豪语”⑨。周氏借助善后

大借款合同谈判，利用外国人的力量，阻挠张謇等改革派废除专商引岸的进一步改革。但周学熙很快

发现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作为借款条件之一，在莫理循（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１８６２—１９２０）推荐下，丁
恩被袁世凯聘任为中国盐务顾问兼盐务稽核总所会办，来华协助进行盐务改革。不料丁恩竟不如周

学熙等所愿，他长期在印度治理盐务，并有就场征税的改革经验。来到中国之后，他强烈主张仿照印

度废除引制，实行自由贸易。丁恩指出，“奉天、长芦、山东、两淮等处所出之盐，居中国最大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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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场征税，最为相宜，余在印度经验，知此乃至善之法，不加盐价而能增收税款，且无害于民”①。丁恩

的建议契合了当时袁世凯政府急需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因而颇受中央重视。丁恩认为，中国传统的

专商引岸制下，地方官商勾结、陋规严重，而且时常包庇、逃脱盐课税收，以致全国盐税额征收有限，
“若欲收得大宗税款，自当在产盐地方将场产切实管理方可”②。他主张开放引岸，由稽核分所及其收

税局，从盐场入手，从生产源头控制税源，就场收税，“起运以前直接收税一次，于征税后政府即不再加

干涉”③，这样才能保证中央对地方盐税的有效控制④。丁恩认为此法可使得各“盐商竞争贩卖，则盐

价必低，盐价既低，则购之者、用之者必众，而国家税款自此增加矣”⑤。对于政府来说，“每年之收入

可达一万万元之数”，且“一切开支之经费亦当大为减少”⑥。
丁恩的改革核心，一是整顿管理制度，设立稽核总所并各地分所，掌管全国征收盐税、放盐和管理

盐款存储提用等；二是废除专商引岸制度，推行自由贸易政策⑦。在丁恩改革的设计中，只有实行盐

业自由贸易，才能遏制地方在收税环节巧设名目，背地里与盐商勾结，截留利润，也才能扩大中央税源

和保证税收。丁恩甚至要求“实际改革，毋须详慎订及盐商合意与否，盖现在盐商为国家盐税阻力，且
致国人食贵价之盐”⑧。他的主张引起了旧盐商的极度恐慌。各地盐商纷纷发电抗议，如淮南四岸运

商吉昌等的《盐商反对外人管理盐务电》、通国盐业联合议会的《盐业联合会请宣布抵借条件电》等。
代表旧盐商利益的《谈盐丛报》发表社论，将稽核总所的问题视作“主权问题”，认为“恐盐政暗移外人

之手，蹈关税邮政之覆辙，将永无挽救之一日”，称丁恩之举“系外人之争权，欲揽盐政全部为己有，殆

无疑义”。而对丁恩考察各盐区的做法，也解读为“丹氏此行，亦溢出条约范围之外，当其初抵奉境时，
财政部曾有电阻行，竟不之听。其强硬态度可想，后日巡毕言旋，该氏必大有所主张”⑨。

政府对于丁恩的主张最初也并不完全看好，加上当时报纸舆论一边倒的认为支持丁恩将致主权

旁落，政府实际上更偏向于盐政讨论会的就场专卖。盐政讨论会是民初由张謇、景学钤等盐政改革派

以创办的刊物《盐政杂志》为阵地。丁恩就场征税的主张与就场专卖颇有相同之处：“专卖制在破引

地，征税制亦破引地；专卖 制 在 废 专 商，征 税 制 亦 废 专 商。”瑏瑠但 景 学 钤 也 阐 述 了 其 二 者 的 不 同 之 处。
他认为印度盐务之所以能成功，“全在收回场产，废止零星各场，其尤其者，则在铁道之普及”，但论我

国情形，交通不便，“铁道未普及，即航路能通行者亦属无几”，“断不能如英之治印，将大盐场由国家购

回，置于政府管理之下”。景 氏 认 为，中 国 盐 业 交 通 不 便 之 下，“不 得 已 而 思 其 次，但 收 其 盐，不 收 其

产”，商民不能直接向盐场购盐，则“转运机关，万不可废，或官运，或商运，二者必居其一”，对于丁恩

“主张自由贸易，而欲废去运商，而又反对官运”，断不能赞成瑏瑡。由景学钤起草的《盐专卖草案》也已

得盐务署同意，准备提交国会通过。但这一系列的阻力最终并没有影响丁恩的改革主张。丁恩坚持

将景氏草案搁置，要求等他到全国调查后再决定。据说其大有“必欲以治印度之法治中国，主张就场

征税，自由贸易，不主张官专卖”瑏瑢之势。经过数月的调查，丁恩在提交的报告中指出，鉴于“政府所设

官收、官运、官销各局所得之财政结果”，已“切实证明（就场专卖）此项办法与中国情形甚不相宜”，而

“仿照印度制度实行之直接收税办法成效甚为显著”瑏瑣。丁恩试图用财政收入数据来说服中国政府高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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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借款的五国政府这时也表示对丁恩全力支持①。改良整顿中国盐务一事备受五国银行团重

视，原因在于整顿盐务不仅因“其为现在借款抵押品之故”，更重要的是“以其与中国政府将来之信用

及整理财政如需再借巨款，其借 款 之 能 力 大 有 关 系”②。丁 恩 也 多 次 以 拒 绝 在 总 稽 核 聘 任 合 同 上 签

字，来抗议中国政府对其改革的阻扰。一旦丁恩不签字，善后借款合同便不能履行。这一场即将开展

的“就场征税”改革已非当时政府与旧盐商利益相关者所能阻止。
在整个改革的酝酿阶段，盐务署长张弧是重要的直接参与人，也影响着这一改革的走向。从丁恩

最初提出就场征税改革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财政部和盐务署实际上一直在不断拖延。张弧在取得

丁恩信任后，建议丁恩调整改革步骤，将改革全国盐务调整为“择于一处先行，使能收效，他处当不难

下手”③。１９１３年年底，丁恩转而提出“将直豫两属之引法革除，任商人自由买卖”④。并于１９１４年６
月２日在总统府召开的财政会议上，经袁世凯出面，裁定“但系直、豫境内三千人均可运盐往售，其运

售之额不能限制”⑤，正式确立于１９１４年７月１日起，将长芦官运７４县引地开放自由贸易。
丁恩此项改革的核心主要有二：一是就场征税。盐务署颁布《制盐特许条例》，规定“非经政府之

特许不得制盐”，且“制造者皆须提出呈请书于该管盐务官署，俟领有特许证券后始得制盐”⑥。盐务

署又在汉沽、塘沽、邓沽、东沽四处设立盐坨，食盐出场之前均应先纳课款，方准由该四坨放行⑦。二

是以就场征税为基础，破除引岸，“改为自由竞争之贸易”，运盐之商由盐务署订定贩盐名额，并“着手

审查，给予特许券”⑧，统一税则并由官方规定食盐销售定价，所有盐价只准较定价数低廉，不准较定

价数增贵⑨。长芦改革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规定经盐务署审定发放的贩盐特许证，拥有特许证的商人

才可以在盐场就场纳税并取得食盐，然后运到开放引岸内的地区销售瑏瑠。
长芦改革得到丁恩的高度重视，并被视为改革成功的标志。改革声势浩大，制度公文也纷发至长

芦各引岸、盐场。但不到 一 年，１９１５年４月，丁 恩 派 遣 前 往 天 津 调 查 芦 盐 运 销 情 况 的 斯 泰 老（Ｖｏｎ
Ｓｔｒａｕｃｈ）却发现其中有偷梁换柱的情况。斯泰老发现，“有长利公司一家，系民国三年七月成立，该公

司只向芦纲公所购盐（芦纲公所之盐系向盐户购买），转包散商运销，并不直接销售”。另外，自由商人

注册一事也有隐情，“查明长利公司股东有重要人物在内，该公司之营业性质与德国之实业银行无异，
仅只放款与运商，并不直接销盐而坐获厚利”瑏瑡。其实，早据《谈盐丛报》透露，盐务署同意开放引地实

有“利己之计画”，只是“假准商人自由之说，暗行垄断之计”。盐务署长张弧私下开设长利津号，任用

其舅马衡堂为总经理，长芦盐务“一切招商领票等事，悉归长利号”。长利号不在长芦改革的制度设计

之中，似长芦地方专为此次改革而设的机构，据称“长利号权力不亚于运司”。并且传闻署长已将招商

章程交于长利号，只“因与各商索分余利，尚未议决，故有种种谲诡难测之现状”瑏瑢。可见，丁恩最为得

意的长芦盐区改革，从一开始就已经陷入旧商和政府某些官员的掌控之中。特许证的政策落实也背离

了丁恩的初衷。张弧等联合盐商，接管长芦引岸，由官府指定的人设立长利公司，重新包装成新盐商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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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特许证，并使其牢牢控制在长利公司手中且独享，由其转包给与长利公司协商好的散商进行经销①。
丁恩向盐务署提 出 严 正 抗 议，希 望 能 够 将 旧 商 的 干 预 扭 转 过 来，但 遭 遇 张 弧 的“暂 缓 置 议”②。

１９１５年５月，周学熙接受徐世昌内阁任命，取代周自齐，再次出任财政总长。周学熙的再次掌权成为

旧体制全面反扑的导火线。８月３０日，周学熙呈报袁世凯，借长利一案指出改革的弊端，并请求“将

六十一县引地，责成长芦全纲商人公共承运”③，得到袁世凯的允许，这也意味着长芦推行一年多的开

放引地、自由贸易政策的终结。长芦改革的失败，丁恩甚为失望：“破除引岸，规画改良，其所以为国利

民福者，至深且远，乃以长芦之失败而整顿全国盐务计划遂因中辍。云雾方拨，阴翳复生，良可浩叹。”
对此次长芦试验，丁恩将初行政策视作“竟为保全一班专商之利益起见，而置无数贫困小民于不顾，就
此一端，足证整顿盐务之意，斯时尚无何种进步”。尽管如此，丁恩“仍极力设法欲将旧日流弊使之减

少，并免发生他种弊端，以为可将从前所行制造及运售盐斤办法切实改良，孰知事与愿违，一切希望均

成泡影”④。丁恩等所主张和实践的就场征税，实际上仍然只停留在理论设想的层面，为数不多的实

践也被中国官商偷梁换柱，以自由贸易之名，行专商引岸之实。丁恩改革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试行了

中国盐务的近代化，而在于较为完整地提出一套就场征税的制度和机构的框架。但随着袁世凯的倒

台和军阀混战的展开，截留盐税和盐税包饷成为地方处理盐务的主要做法，就场征税再次被束之高

阁。“当时联省自治说盛行一时，恐军阀攫取盐专卖权，为害更甚于专商”⑤。虽然１９２１年盐务署曾

再次提出“自由贸易”的主张⑥，但也很快在旧盐商的反对声中不了了之。

三　《新盐法》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策略

“就场征税”再次在中央层面被正式提出是１９２８年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召集的专家和官员

讨论会上。一时间，废除专商引岸，实行自由贸易的倡议重新燃起。

１９２８年６月，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召开讨论 会，声 称 将 政 府“原 定 政 策 及 施 行 方 针”“咨 询 众

意，公开讨论”⑦。会上，关于盐务改革，就场征税和维持专商的言论各执一词。盐务署的《整理盐政

案》趋向于就场征税，而金融专家卫挺生的《改革盐税制度议》则进一步主张废除引岸，盐商如周庆云

的《整理盐务以裕国税案》则要求维持引商，反对就场征税⑧。７月在南京第一次财政会议上，由马寅

初、庄崧甫等浙江省政府委员提出的整顿盐务办法得到广泛支持。马寅初等主张由政府颁布盐专卖

法，“集盐政权于中央”，提出“废除引界，取消专商”“人民对于课税之盐有卖买食用之自由”⑨。１９２９
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盐税为国税之一，定下了整理盐法的基调瑏瑠。

整顿盐法本应归财政部负责，但并未见财政部立即行动。国民党三大以后，立法院多次催促财政

部草拟盐法全案，但财政部一直以军事迭兴为由拖延瑏瑡。财政部的拖延与当时的财政危机有关。一

方面，新政府的权威尚未完全确立，在１９２８—１９３０年间，由于地方政府实力派的阻扰，南京国民政府

的财政大权被架空，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瑏瑢。在众多税源中，田赋、杂捐等多为地方控制，厘金制度也渐

次废除，盐税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争取的重要税源。据说中央“财政上实无法弥补，只有整顿盐税”瑏瑣。
实际上，盐税被各省截留十分严重。如１９２６年１２月份应收７１０余万元盐税中，有３７７万元被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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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收到的部分，除去偿还外债和协款外，仅剩三四十万元①。另一方面，此时江浙的旧盐商也

多持观望态度，并不完全听命于新政府，据说“国府奠都南京以来，盐商肆虐，变本加厉，竟俨然如专制

时代之帝王，于其权力所支配下之岸区，可以自设巡兵，检查行人”②。
更甚者，财政部发给各地盐商的征税政令也被视而不见。１９２８年年初，孙科任财政部长时，曾经

打算“令运商将旧引票重新注册”，但盐商不为所动，“卒以盐商之观望，无人理及”。１９２９年，因“盐商

以军人之破坏引岸及精盐之广销，遂呈财部维持原案”，宋子文借机与盐商商定“令仍行旧票注册，每

票抽洋若干，颁行条例”，但实际施行效果依然不佳，原拟定的１６００万元仅得１００余万即止，“旧票仍

未注册”③。同年，财政部紧锣密鼓地在江浙地区清查盐商引票，目的在不改变专商引岸基础上实现

盐税征收。在“湘、鄂、西、皖四岸淮盐”区，“所有各该岸盐票，综计湘、鄂、西三岸大票（每票４０００担）
共１０９２张，皖岸小票（每票９６０担）共８４８张”，“饬商将所执引票送由两淮运使验明盖印登记，并酌收

验费，计每票盐一担（计１００斤）收验费一元”④。在两浙，盐务署饬令两浙运使、松江运副限期办理。
查验费原定两浙纲引各地每担缴验费银１元，肩住厘各地每担缴银５角，苏五属引地每担缴验费银１
元，减地每担５角。继经两浙盐运使呈请核减，“浙苏各商共请缴费１０４０万元”。后又因盐商以１９１３
年已经验过所执引照，“此次似无复验之必要”，盐务署又“改查验为给照”，“由署制定新照，饬将浙苏

各属每担摊缴照费数目及花名清册详细列报，发照缴商领取”，计“两浙共摊缴照费８９７　８００元，苏五

属摊缴照费６０２　２００元”⑤。淮南票商等也被要求“向运署缴纳验票费”，规定“票商计须缴４００万元，
食商须缴４０万元”⑥。实际上，引票清查行动并没能得到盐商的认可，财政部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但

《新盐法》起草的消息，给财政部提供了机会。１９３０年，鉴于财政部迟迟未答复，经立法院院长指定，
由焦易堂召集，庄崧甫等１５名委员组成盐法起草委员会。起草《新盐法》的消息很快被披露，立法院

刚刚“拟定篇目十四门，及提出要点十八条”，１９３１年２月就被上海《新闻报》刊出⑦。此消息一经传

出，便引发旧盐商的恐慌，起而反对，“各地盐商近有多数集居上海，多少总带有几文资本来者，闻天津

商人每家派一千七百元”⑧。又“据为世业之盐商，果认为系打破金饭碗之举动，遂起而为反抗之运动

焉，列首者为浙东有名运商之周青（庆）云、王绶珊，函电急如星火，遂得长芦、山东、两淮、两浙之响应，
现已各派出代表在沪开会，其启事已登载沪报”⑨。浙商代表周庆云奔赴南京谒见宋子文，并将“新原

则十八条，请其转交 立 法 院 采 用”，希 望“政 府 取 稳 当 手 段，有 引 商 可 负 筹 款 之 责，稍 加 盐 税 亦 可 办

到”瑏瑠。
《新盐法》的推出让前一年仍然对政府不理睬的大盐商不得不向财政部低头。这期间，财政部乘

机通过盐商向上海等处的银行借款达４１００万元之多。具体的操作方式是，以银行为承借人，盐商为

受借人，运使、运副为保证人，借款由盐商预交的盐税来偿还瑏瑡。南京国民政府与引岸盐商、江浙金融

资产阶级之间，已经因为预交盐税和银行借款而结合在一起。据称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从盐商那里取

得数千万的收入，而发给旧盐商的凭证票面上也声明了“永远照旧环运，禆资保障，附发司谕，载明条

件，安心经营，以坚信用”瑏瑢。另一方面，《新盐法》最终还是在立法院的推动下形成并通过。１９３１年２
月，立法院经过若干次的讨论、修改，终于拟订盐法草案１５章，后又修改为１３章。当时对于是否提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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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２１日立法院大会讨论，意见不一，政府“内部颇守沉默”，但“倡议最先主张最力之立法院”①最终

还是在２１日的讨论会上，议决通过了《新盐法》。《新盐法》开卷便称：“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
无论何人不得垄断。”“所有基于引商包商，官运官销及其他类似制度之一切法令一律废止。”②一时间

有将上千年的专卖制度终结的趋势。
《新盐法》的颁布，再次引发盐商请愿高潮。“各地盐商均条陈新法弊多而利少，呈请府院部署所，

打消成议，以利民生。”③近更以“沪淮南湘鄂西皖四岸总会、芦纲公所、淮南外江内河食岸公会、两浙

盐业协会、苏五属盐商公会、通泰济南场盐商会等团体名义，一面运动财政当局，一面为保持引岸之宣

传”④。地方盐官也加入反对 新 法 的 行 列。长 芦 盐 运 使 洪 维 国 称：“新 盐 法 诚 属 允 当，惟 长 芦 情 形 复

杂，将来施行，恐有困难。”⑤山东盐运使署徐望之认为：“以山东之情形而论，确一时不易作到，盖废引

本身并无重大关系，而其附带问题，较本身为尤大，绝非易于解决者。”⑥但是，在《新盐法》起草的最后

阶段，各地盐商曾力主让与蒋介石颇有渊源的浙商张淡如出来主持大局，但张“实甚冷淡”，而且“发出

之文告，亦根本自认引岸不能维持，不过于民食民生及政府税收，及改革之步骤，不能不加意而已”⑦。
与当局熟谙的张淡如的举动似乎表明他对于中央的下一步政策已经了然于心。也有舆论同样表示对

《新盐法》的前景不乐观。如《大公报》社评称：“所谓废引岸、改盐法，毋宁为自然之趋势，特就道路所

传者观之，其所拟议中之改革，是否能立见施行，尽如人意，似犹在未知之数。”⑧

《新盐法》经立法院通过后，交国民政府，原本声明限于三个月内成立盐政改革委员会筹备实施。
但实际上，一晃数年，政府并未有真正的动作。这使得立法会上沸沸扬扬的就场征税与专商引岸之

争，并以就场征税大胜而大快人心的情境，突然有黯然收场的悲凉。《盛京时报》认为“宋子文亦非无

根本改革之心，不过顾及将来之收入及往时之垫款，遂不无踌躇”⑨，说明宋子文对改革并不坚定。事

实上，财政部也确以“虑税收减少，亦持拟议”瑏瑠。《新盐法》之后，国民政府并未像立法院所拟定的那

样，通过成立盐政改 革 委 员 会 筹 备 实 施，实 际 上 仍 继 续 延 用 此 前 查 验 或 换 发 旧 盐 商 的 引 票。直 到

１９３３年，长芦还在开展验票程序。据称，长芦“参照两淮成案，实行验票，以资整顿，业经本部提呈行

政院会议议决实行”，“所有验费概由现办之商承缴”。验票费每担１元，预计全区可收验费２２０万元，
计“芦纲公所各商共缴１３７万元，德兴公司２８万元，裕蓟公司１３万元，利津公司１２万元，襄汝各商２０
万元，晋北各商３万元，久大公司１０万元，通达公司１万元，共收验费２２４万元”瑏瑡。有一项统计认为，
到１９３７年７月，全国实行自由贸易制者１１７０县，约占全国市县总数的６０％，实行专商、包商、票商制

者共６９４县，约占３５％，实行官销制者为９５县，约占５％瑏瑢。但实际上，如在四川，专商联合组织庆荣

祥集团，“将厂盐悉数捆购，存仓不运，使自由运商无盐可买”，而后“假自由之名，欲侵入黔省内地销

售，以遂其名散暗专之私”瑏瑣。在福建，“实行（自由贸易）之后，该区运销实际仅操于一家盐商”，“盖所

谓开放者，乃财政特派员之策略，所借自由贸易之名，取得巨量之放盐准单也”瑏瑤。可见，声称６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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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者将大打折扣。
上述过程和数据也表明，《新盐法》的讨论和颁发实际成为财政部与江浙旧盐商博弈的最好工具。

１９３１年５月３１日，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突然明令公布《新盐法》。随后，南京国

民政府又宣布发行盐税公债８０００万，“各岸盐商闻此颇愿承募”，但同时担心一旦《新盐法》实行，库券

必受影响，要财政部表态。财政部随后出示声明：在此项库券本利未清偿以前，不施行自由贸易、就场

征税制①。而南京国民政府也称“长江大水，救灾不遑，无暇及此”，再是“水尚未退，日本占我东三省，
国难未已，更无暇顾及盐政”，拖延新盐法的施行时间②。１９３４年４月，南京国民政府 又 突 然 放 出 风

声：“南京盐务会议有逐步实施新盐法，取消引票”，结果又引得盐商呈文财政部，保证“对于公家税款，
从未敢稍有贻误”，“荒僻边远之区，亦复辗转驳运，价由官定，无从擅加”③。

综上所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初，由于各地方势力的阻挠，财政大权并未能有效落实，导致中央

财政紧缺。盐税是南京国民政府当时能够依赖的主要税源。《新盐法》又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初定，各

地纷纷截留盐税的情形下提出的。这一背景，是理解《新盐法》以推行“就场征税”为主旨的改革的关

键。盐的特殊性，使得“明令增加丁税，人民必群起反抗，寓税于盐，人民虽欲避税，亦不可得”④。所

以，盐税改革是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权稍微稳定之后就着手进行的财政改革重点之一，但其目的主要在

于实现对盐税征收的有效控制，而且从财政部同时期的具体操作来看，更重要的是取得江浙盐商对新

政府的支持。纵观《新盐法》的出台及其南京国民政府起初对于《新盐法》关于废除专商引岸，实行就

场征税、自由贸易的支持，更主要在于引起旧盐商的危机感，从而为财政部开展引票的验票或是换照，
最终获取旧盐商对新政府的财税认可，及盐商验票、换照的各种加税等。这种关系，依然类似清代专

商引岸下的报效和加耗。马寅初认为专商引岸之所以一直不能够废除，在于“盐商斥巨资以行其贿

赂”和“国家军事未定，财政竭蹶，不得不苟且因循”⑤。之后，在盐商的推动下，就场专卖成为盐法的

基本运作模式，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后。

四　结　　语

从道光十年御史提出“课归场灶”，开启所谓盐务近代化的改革之路，直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我国

盐政依然陷在“产盐有定场，销盐有定地，运盐有定商”的局面里，没有脱离专商引岸的窠臼⑥。事实

上，即便到抗战胜利后，专商引岸的盐法仍占据主流，历经百年的就场征税改革始终没有实现。从近

代盐税制度的演变过程来看，就场征税的意义常常不在于它的现代性或者是否具有现代性，而在于这

种引致新旧盐商之争的改革如何和政府发生关系，及政府在其中取舍的原则基准。时人陈沧来称：
“近十余年来，新旧盐商的竞争，不在商业而在手段。旧商凭着金钱以阻滞新商之进行，新商恃在公理

以作奋斗之武器。政府提携于新旧争论之间，互为利用。”⑦从这个视角看近代的盐务改革，我们就会

明白，就场征税在晚清的提出更多是应对嘉道盐商衰落后的盐税危机，在早期经营盐业生产而不断受

挫的张謇那里，推崇就场征税更多是为了推动被专商压制的、类似同仁泰盐业公司这样的新式盐业公

司的发展，通过突破专商的垄断，打开盐的销路。民国初年，盐政改革的出发点一开始就很清楚，为了

解决财政问题。财政总长熊希龄就如此评价：“财政整理之策，千条万绪，而要其收入简便，较有把握

者，莫如盐务。”⑧丁恩等的改革，正是迎合了袁世凯盐税集权中央的诉求，同时也是提供借款的五国

银行团对保障盐税抵押还款的要求。丁恩殚心竭虑提出的就场征税、自由贸易改革的方案，虽然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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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内外的压力而最终得以开展，但实际上却是在中国官商的导演下，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专商包揽

而已①。这一改革也随着袁世凯去世和军阀割据而彻底失败，地方军阀截留盐税，并偏爱于由盐商包

饷，继续维持专商引岸的模式。
南京国民政府《新盐法》的通 过，虽 然 其 目 的 在 于“以 洗 积 年 弊 窦，而 裕 税 收”②，但 政 府 在《新 盐

法》出台前后的种种作为，让人更愿意相信这只是政府与盐商之间的又一次博弈，由此迫使旧商承认

新政府并缴纳大量验票、换照的费用以佐当时的财政。伴随着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商人之间不断的利

益博弈，南京国民政府也最终将就场征税限制在立法层面。
由此可见，不同时期，政府本着盐务改制以挽救财政危机，却不断因官商利益的结合或冲突等制

约因素而偏离轨道。政府采用哪种税收办法，取决于国内形势，根本目的是取得更多的税收，地方如

何运作则受到官商关系博弈的重要影响。近代盐务就场征税制改革的这一历史过程，在长期的官商

博弈中，因旧盐商尚且掌握着盐业经济的命脉且占据上风，而终究流于政策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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